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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逻辑
*

赖慧苏，曹海林
(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提 要: 通过宏观研究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在各种要素的影响下不断演进，其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
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方面呈现阶段性差异。基于“演变动因 －演变机理 －演变趋势”的分析框架，展现了公
众环境参与演变的逻辑，即公众环境参与的低效决定其需向前演进，自上而下的正式力量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

力量的生成和激励共同推动它从“运动式”迈向常态化、从边缘化迈向主体式、从形式性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
与。只有同时注重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良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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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公众环境参与是当代环境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环境社会学、环境法学和环境政治学等诸多交
叉学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概念。全球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邻避冲突问题日趋严峻，这对各国在环境
治理方面的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公众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弥补政府与市场“失灵”和促进环
境公平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使得公众环境参与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强调构建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
格局，这充分体现了公众参与在中国环境治理中的重要性。
公众环境参与指普通民众作为个人，如普通市民、消费者、环保主义者，或群体的一部分，如环保组织

成员等，参与环境保护和公共环境事务的处理［1］。学界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关注集中于它的横向面剖析。
例如，涂正革［2］和史亚东［3］等人致力于探究公众环境参与的理论来源和逻辑; 洪大用［4］和王晓楠［5］等人

利用 CGSS 数据，进行公众环境行为的多层分析，探究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素和在不同领域中的表现;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分析公众环境参与的现状和困境［6 － 7］。综观现有文献，从纵向层面探讨公众环境参与
变迁的研究凤毛麟角。其中，韦惠兰和李颖将半干旱地区公众环境意识历史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并总结
了它的演变特点［8］;郑君君等人运用数据爬虫技术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嵌入在动态社会网络中的公众
环保行为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9］;涂正革将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公众环境参与分为“萌芽阶段”、“概念性
阶段”、“实质性阶段”和“科学性阶段”，并阐述了公众参与的渠道和理论逻辑［10］。已有的纵向研究要么
关注特殊区域，时间跨度过大;要么过于微观，聚焦于特定门户网站上公众环保行为短时间的内在变化过

程;又或是只根据公众环境参与的不同体现划分了阶段，并没有解释变迁的内在机理。纵向宏观的公众环
境参与研究的缺乏，不利于人们系统了解公众环境参与动态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整体脉络和内在逻辑。

1973 年以来，公众环境参与日渐受到重视，其参与形式和内容不断发展。了解其四十多年来的变化、
特征、演变逻辑等问题有利于更加精准、有效的激发公众环境参与的主体性，充分发挥其对环境治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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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经验与理论参考。文中着眼于变迁视角，对 40 多年来的
公众环境参与进行宏观上的历程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三个问题:中国公众环境参与为何要演变? 何以可

能变? 演变趋势如何? 通过研究变迁逻辑，以期对当前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者的决策提供参考，同

时推动公众环境参与实践的发展。

2 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特征

通过纵向宏观考察可以发现，1973 年以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政策和社会事件的
影响下，呈现阶段性差异。根据标志性法律文件和事件，结合适时的总体表现和它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
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维度的特征，文中将公众环境参与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如表 1)。

表 1 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与特征
Table 1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阶 段 主体构成 主题领域 组织形式 参与效果

萌芽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 环境宣传与教育 政府组织 催生少部分人的环保意识

发展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部

分直接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
环境监督和诉讼等

政府和民间环保

团体组织

保护了珍稀资源，促进环保知识的

扩散等

深化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直
接利益相关者和部

分非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
环境抗争、监督、诉讼、决策和日
常环境友好行为

政府、民间环保
团体组织和群众

自组织

推动政府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关注，

促进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环境正

义，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常规化阶段 城市精英群体、直
接利益相关者、更
多非利益相关者

环境宣传与教育、自然资源保护、
环境抗争、监督、诉讼、决策、政策
执行和日常环境友好行为

政府、民间环保
团体、企业组织
和群众自组织

促进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决策的
民主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促使企业
合法和科学排污，减少环境污染

2． 1 公众环境参与萌芽( 1973 － 1991 年)
在国际影响和官方倡导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公众环境参与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萌芽。1972 年联

合国召开第一次国际环境保护大会，会上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唤醒了世人的环境意识，也使我国从经
济发展中觉醒。1973 年，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上指出国内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亟
需开展污染治理。针对这点，该会议制定了包含“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在内的 32 字
方针，强调公众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197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试行)》颁布，其中第
八条规定:“公民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有权监督、检举和控告。被检举、控告的单位和个人不
得打击报复”，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最初的法律依据。从我国的第六个五年计划( 1981 － 1985) 开
始，环境保护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环保概念开始初步传播，环保意识也在部分群众心中萌芽。
这一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以作家和大学老师等城市精英群体为主; 在

主题领域，以环境宣传与教育为主;在组织方式上，以政府组织活动，群众参加为主;在参与效果上，催生了

少部分人的环保意识，实际环境效果不明显。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公众环境参与多为政府和环保精英倡
导下的产物，属于倡导式参与，参与层次低、规模小、频率低、方式有限，因环境污染而产生的矛盾虽偶有发
生，但并没有形成大规模抗争运动，环境监督和诉讼等较高等级的参与形式罕见。
2． 2 公众环境参与发展( 1992 － 2001 年)

20 世纪 90 年代，在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的持续动员下，公众环境参与得到进一步发展。1992 年联合
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此影响下，我国环境保护的方向从“以污染治理
为中心”转变为“以环境管理为中心”，这为公众参与环境管理奠定了理念基础。1992 年，苏州召开具有里
程碑式意义的全国首届环境教育会议，会上时任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倡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

育体系，标志着我国环境教育进入新阶段。90 年代也是民间环保组织成立的黄金年代，各类民间环保组
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它们积极开展群众性活动，动员人们进行环境保护。例如，在 1994 － 1999 年间，“地
球村”动员了 3400 多人加入绿色志愿者网络和七八千人次直接参与绿色家园志愿者活动［11］。可见，越来
越多人关注环境保护。
这一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仍然以城市精英群体为主，部分环境利益相

关者被卷入;在主题领域上，不再局限于环境宣传和教育，而是扩展到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监督和诉讼领
域。在组织方式上，由政府动员转变为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动员，零散的个体参与逐渐走向有组织的
团体参与;在参与效果上，保护了部分珍稀资源，促进环保知识的扩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更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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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话题，并且开始逐渐将环保意识转化成行为，公众环境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拓展，组织化程度提高。
不过，这一时期的公众参与仍然很被动，呈现出动员式参与的特征，公众的环境自觉性较低，参与主题游离

在政策之外，“国家 －社会”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
2． 3 公众环境参与深化( 2002 － 2012 年)

21 世纪初，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深化。200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第一次正式赋予公众在环境问题中的参与权［12］，其后国家颁布《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等重
要法律文件，逐步建立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保总局在 2005 年首次举行了公众听证会———北京圆明园
环境整治工程的环境影响听证会，开启了公众参与环境听证会之路。这一阶段，全国信访数量逐年增多，
化工企业重金属污染事件、水污染事件、PX 事件和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等环境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在
2006 至 2010 年间，环保部直接调度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高达 705 起［13］。另外，21 世纪初期，随着国家战
略调整，“节能减排”和“低碳生活”等概念成为社会主流话语，越来越多人采取环境友好行为。
这一阶段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除了城市精英群体，受环境污染的直接利益相

关者和部分非利益相关的普通居民也加入进来;在主题领域上，日常环境友好行为增多，公众采取游行、示
威等方式对政府不合理的环境决策和企业的污染行为进行抗议，人们也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环境监督、投
诉、诉讼和决策，参与环境听证会和环境影响评价座谈会，参与环境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在组织方式上，政
府、民间环保团体和群众自组织共同存在; 在参与效果上，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对环境治理问题的关
注［14］，也促进了环境污染的解决和环境正义，让环保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总体来说，公众环境参与在多个
维度得到深化，渐趋形成多元化参与格局。
2． 4 公众环境参与常规化( 2013 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此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不断常规化。2014 年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明确了公众的参与权 。2018 年实施的
《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从资源节约、绿色消费和低碳出行等方面为公众提供了行为规范参考，
强化了公众的环境意识，有利于推动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保护环境。此外，部分环保组织和企业依托互联网
开发环保项目，带动了大批公众参与线上环保活动。以“阿里巴巴”为例，该公司开发的“蚂蚁森林”项目
自 2016 年上线至 2019 年 8 月底，用户累计达到 5 亿人，线下种植树木达到 1． 22 亿棵［15］。《公民生态环
境行为调查报告( 2020 年)》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公民自身的行为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其中能做到不食
用野生动植物的人有 91． 5%，拒绝购买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的人有 86． 4%，选择低碳出行的有 68． 5%，分
类投放垃圾的有 54． 2%［16］。可见，公众的环保实践率正在逐年提高。
这一阶段公众环境参与呈现以下特征:在主体构成上，除了城市精英和直接利益相关者外，更多非利

益相关的普通居民加入环保事业;在主题领域，环境污染和邻避效应导致的环境抗争依然存在，绿色出行、
垃圾分类和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日常环境友好行为增多，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立法相关的座谈会、
听证会等行为也逐渐增多;在组织形式上，以政府、民间环保团体、企业组织和群众自组织为主; 在参与效
果上，居民日常环境友好行为的增多促进了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公众民主参与环境决策，促进决策的民

主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对污染企业的监督，促使其合法和科学排污，减少环境污染。总体上，公众的主动
性增强，亲环境行为和嵌入性环境治理行为增多，逐渐呈现日常性参与的特征。

3 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逻辑

理解公众环境参与演变，不仅要清楚它的阶段性表现，还需明晰它演变过程中的逻辑，即理解公众环

境参与为何演变，何以可能变和演变趋势如何? 鉴于此，文中以“演变动因 －演变机理 －演变趋势”这一
分析框架，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 40 多年的变迁逻辑(如图 1)。
3． 1 演变动因:公众环境参与的低效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环境领域的问题此起彼伏，政府和企业的环境治理能力虽然不断提高，但
它们在每一阶段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每一阶段的环境治理能力要和当时环境问题所产生的破坏力

达成抑制性均衡，则这两个主体的局限性在应然上需要公众来弥补。但在实然上，每个阶段的公众环境参
与存在特定困境，难以高效的弥补政府和企业的不足，三个主体构成的环境治理能力无法与环境问题的破

坏力达成抑制性均衡。因此，公众环境参与在应然和实然层面的差距就是其不断演进的动力，即公众环境

·61· 干 旱 区 资 源 与 环 境 第 35 卷



图 1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逻辑
Figure 1 Evolutionary logic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hina

参与的演变动因在于它本身的低

效。
1973 年以前，我国水污染和资
源不合理利用等问题已经凸显，但

国内上下沉浸于经济发展之中，全

国的环保事业尚未开启。此时，环
境问题尚未进入公众视野，虽有少

数居民出于省钱和生活习惯而节约

水、电、柴等资源，但这种小范围的
资源节约行为对解决全国范围内的

环境污染问题，作用微乎其微。当
时的情境亟需群众主动采取更多行

动来抵抗环境破坏力。缘此，有意
识的公众环境参与就在这种需求中

萌芽。
上世纪 80 年代，粗放型的工业发展和资源利用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工业污染和资源浪费。彼时，政府

尚未形成成熟的环境管理和治理体系，企业逐利性质难遏，成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和环境治理的对象，

公众环境参与刚刚萌芽，处于意识的培养阶段，成效不明显，难以助力政府抑制工业企业的环境破坏行为，

从而改善环境状况。在这种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进行了演变，表现为公众参与人数增多、组织化程度提
高、环境主题和参与方式更加多元等。

90 年代末，我国“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环境污染严重，同时存在工厂企业主
等强势群体污染普通居民等弱势群体并使其利益受损的现象［11］，社会矛盾突出。那时，政府的环境治理
虽有改善，但各地政府官员在“晋升锦标赛模式”［17］的驱动下，注重工业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忽视对它的污
染管理，甚至与之共谋，导致政府监管失灵［18］。当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意识不清，环境科学知识
不足，环境信息的获得、传达和反馈通道不畅［19］，且以电话或问卷调查等较低层次的方式为主，信访和诉
讼等较高层次的参与行为较少［20］。所以，公众环境参与难以解决政府监管不力和环境非正义问题。鉴于
此，公众环境参与又一次演变，具体表现为:开始进行维权式环境抗争，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和环境监督，对

污染现象进行投诉和诉讼等。
21 世纪初期，由环境利益不均衡分配延伸出的邻避效应和环境抗争等不断浮现，而企业履责水平低，
政府环境治理中存在理性有限、中立有限、实力有限、灵活有限等问题［21］，难以遏制严峻的环境与社会问
题。例如，出于反抗阻力和成本的考虑，政府和企业将邻避设施选址于城郊或者农村等贫穷地区［22］，无形
中让该地区居民的身体和生活状况更加窘迫［23］。这期间，公众环境参与也存在主动参与不足、能力不足、
缺乏公共性［24］、形式参与和末端参与等问题［25］，无法从源头上阻滞邻避效应和企业污染等问题的发生。
基于此，公众环境参与又一次进行演变，具体表现为:事前的环境决策和事中的环境监督增多，更多人自发

加入“互联网 +环保公益”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环境友好行为等。
3． 2 演变机理: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与激励
梳理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历程发现，它的每一次变迁都受到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助推。正

式力量是指官方意志主导下产生的文本和实践活动，非正式力量则包含民间环保组织、社会团体与企业等
主导开展的各种环保活动等。那么，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是如何推动公众环境参与的变迁呢? 文中在
下文中展现其中机理。
3． 2． 1 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
在公众环境参与从无到有的阶段，正式力量为我国公众环境参与提供了历史经验。建国后，为了应对

水旱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民众开展各种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植树造林运动，积攒了动员公众保

护生态环境的经验，也为后面正式提出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理念奠定了基础。国际上，1972 年的斯德哥
尔摩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和《人类环境宣言》对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萌芽起到重要作用。
在萌芽过渡到发展阶段期间，正式力量发挥了动员和引导作用，推动环保概念和知识的扩散。我国在

80 年代大力开展全民环境教育和宣传、不断发展完善相关制度，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引导国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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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当时各个环境领域的立法当中也或多或少的涉及鼓励群众参与污染防治的内容，
赋予了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最初的合法性。《中国环境报》创刊，《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官方主流报
刊纷纷单独开辟环保专栏，加强了环境污染的舆论监督和环境知识的传播。80 年代后期，中国受到国际
环境运动的影响，国家每年主导开展“世界环境日”和“地球日”等活动，激励了更多公民关注环保。
从发展演变至深化阶段期间，正式力量促进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规范化。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

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 世纪议程》，为各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行动蓝图。在这次会议的影响下，我国于 1994 年通过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其中第 20 章“团体及公众
参与可持续发展”阐明了公众参与的重要性及其参与的途径和方案，意味着我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正式
步入正轨。1995 年底，《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 1996 － 2010 年)》颁发，推动中国特色的多层次、多
形式、多渠道的环境教育体系的形成，促进我国环境教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1996 年，我国正式实行《中
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首次对公众参与政府管理进行规范，维护了公众在环境信访中的合法权益。除
此之外，1998 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奥胡斯公约》，该公约在环境信息公开、公
众参与和环境司法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在推动欧洲各国保障公众环境参与的权利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

为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公益诉讼和公众参与等提供了参考指南。在实践层面，各级政府陆续开展大
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创建“绿色学校”和实施“中国中小学绿色教育行动”等，对环境法制
宣传，推动公众更广泛的参与起到了很大作用。
从深化迈向常规化阶段，正式力量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制化和制度化。纵然我国在本世纪之前

出台了不少涉及公众环境参与内容的法律，但它们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过于抽象，内容涉及面狭窄，缺乏操

作指南和实施细则，更无激励公众全过程参与的措施［26］。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一部分人污染另一
部分人并使其权益受损的问题突出［11］，针对这一问题，夏光指出要让社会内部相互制衡，让受害群体对抗

污染环境的群体［27］，而这就需要明确的法律来保障利益受损者的权益。在此背景下，我国审议通过了《环
境影响评价法》，公众的环境权益首次被纳入国家法律，对保障公众参与环境监督和决策等权利有深远的
意义;同时发布《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推动政府的环境信息公开，保障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
和参与权。另外，《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和《环境信访办法》等法律进一步明确公众参与的具
体操作指南和细则，为公众反对环境污染和不合理的环境决策提供了依据，促进了维权式环境运动的产

生。2006 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2006 － 2010 － 2020)》，倡导建立“资源节约型和
环境友好型”社会，勾勒出我国公民绿色生活的蓝图。

2013 年后，新时代的正式力量为公众环境参与水平的提升奠定了理念、制度与技术基础［28］。国家审
议通过《关于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和《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两个专门性文件，很大程度
上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法制化进程。针对以往“政府直控型单项规制”［29］环境治理模式的信息不对称
和公众动员效果不佳等弊端，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和“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
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的理念，为公众的主体式参与提供理念基础。另外，为提高地方政府
的环境关注度，国家将环境纳入地方官员人事任免和绩效考核指标内，在此激励下，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

理机制创新，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创新了诸如“安吉模式”、“嘉兴模式”、“社区磋商小组”和
“社区环境圆桌会议”等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提供更多的体制内参与路径，同时创造了“智慧
治理”等便捷式参与渠道和平台，为公众赋能、赋权，拓宽了公众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
3． 2． 2 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
在从无到有阶段，国际非正式力量推动了国内公众环境参与的产生。20 世纪 40、50 年代，全球陆续

爆发令世人震惊的八大公害事件，激起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诞生了一批诸如《寂静的春天》、《只有一
个地球》和《增长的极限》等具有环境警示意义的著作。在国际环保运动和环保思潮的影响下，我国公众
环境参与的思想缓慢成长。
在萌芽过渡到发展阶段期间，非正式力量推动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规模化和组织化。上世纪 70、80 年

代，知识分子成为第一批环保启蒙者。徐凤翔和徐刚等人通过生态研究和撰写书籍等方式，传递生态环保
观念，动员一批人加入环境运动，其中部分成了民间环保组织的创始人。这群人依托环保组织开展野生动
物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等自然保育运动，通过出书、办讲座和创办绿色社区等方式进行群众动员，提高了
公众的环境意识，扩大了公众参与的规模，增强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将环境参与主题领域拓宽至保护

自然资源和环境诉讼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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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演变至深化阶段期间，非正式力量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自发性和实质性。在环境记者和作
家等“环保先驱”的带领下，我国“环境文学”和环境报道蔚为大观，环境问题通过媒体报道和文学展现的
形式大量涌现。这些非正式力量的助力，增强了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敏感度，使更多人关注身边的环境问
题。另外，借助媒体的舆论效力、环保精英的知识优势和“护弱”立场，作为受害者的村民更加敢于运用法
律和舆论工具，抗议施害者的污染行为，也敢于挑战政府权威，争取自身环境利益，推动了更多公民自发性

参与环境维权活动。
从深化转变为常规化阶段，非正式力量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广泛性和普遍性。2000 年后，我国陆

续爆发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湖南岳阳砷污染、厦门 PX 和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等事件，这些事件引
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社会行动力增强，其共同
作用形成的社会力量倒逼国家改善环境治理体系［30］，而这又反过来从结构上改善公众环境参与。2011
年下旬北京持续出现雾霾，美国驻中国使馆官微公布北京 PM2． 5 浓度“爆表”，这一事件在微薄上引发了
一场关于空气质量和 PM2． 5 的全国性争议，潘石屹、李开复和郑渊洁等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这次事件
激发了人们的环境敏感性，促进我国公众对公共环境问题的参与式讨论。

2013 年后，随着环保红利的日益凸显，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大型民营企业依托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工具
积极开发“蚂蚁森林”和“微信运动”等项目，在特定的运行机制下，激励了大量公众参与其中。互联网与
大众传媒的发展建构了广阔的绿色公共领域，扩大了公众参与规模，提供了更加多元化、常规化、个性化和
线上与线下一体化的参与渠道，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互联网 +环保公益”模式。总体来说，在大众传
媒、民间环保组织和城市知识分子等非正式力量的持续性营造下，维权意识和环保理念潜移默化的融入居
民生产生活，人们的生产、消费、出行和社交等方面体现出更多的环保意涵，加强了公众环境参与的普遍
性。
3． 3 演变趋势:迈向常态化、主体式和实质性参与
综上所述，可看出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趋势为:从“运动式”参与迈向常态

化参与、从边缘化参与迈向主体式参与、从形式性参与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与。
( 1)从“运动式”参与迈向常态化参与。据前述可知，早期的公众环境参与多数以活动的形式开展，非

活动形式的参与行为罕见，政府和环保组织举办活动的频率、规模和主题决定了该阶段公众参与的程度。
此后，以环境污染事件为基础的环境抗争爆发，公众进行维权式抗争，待事件问题得到解决后，他们的参与

行为则随之停止。可见，前期的公众参与具有较为明显的“运动式”特征，即基于外界力量的活动动员或
某种事件的应急反应而被动式参与环境保护和治理。随着公众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的拓展，公众
环境参与不再以某个事件或者某个活动为契机，而是以特定规则和权利，可持续的加入到相关的环境活动

当中，公众参与在制度层面上迈向了常态化。另外，越来越多的人进行公益性环境保护，采用绿色生产生
活方式，公众的日常性环境参与也展现了它的常态化趋势。
( 2)从边缘化参与迈向主体式参与。在公众环境参与的萌芽阶段，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

已经赫然显现，但基于当时经济发展需求远高于环境保护需求的国情，国家无法以壮士断腕之势解决环境

问题，虽然以各种形式强调环境保护需要依靠群众，但并未将公众纳入环境管理的范畴，公众长时间在体

制外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环保活动。在发展和深化阶段，环境领域的参与式治理模式开始建构，但在建构
初期，公众依然通过接受问卷调查、参加听证会、座谈会等较低层次的方式，以非主体的角色进行环境参
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公众自身的呼吁，社会协同共治的理念兴起并反映在政策和制度层面，公
众成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之一，曾经游离在制度设计边缘的公众加入到环境规则制定中来。经此过程，公众
从非正式的边缘化参与逐渐成为与政府和企业共同治理环境的主体之一。
( 3)从形式性参与转变为实质性参与。总体来说，我国前 30 年公众环境参与的作用甚微［31］。前期的

公众参与属于接受、理解、消化和传播环保概念的阶段，具有形式性参与的特征，公众对政府或环保组织开
展活动的响应效果无外乎增强个体的环保意识，抑或推动环境知识的扩散，无法对整个国家的环境管理和

治理产生实质可见的效用。本世纪以来的公众环境参与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效益。公众通过直观的、冲击
性大和轰动性强的方式反映环境矛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保障公众合法环境权益

的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推动了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进而加快了公众环境参与在政策和制度层面的常态化

进程。所以，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在效果层面经历了从形式性转变为实质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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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要想全面了解公众环境参与，就必须从宏观和整体上探究它的历史轨迹和变迁图景。从根本上来说，
某个事物只有当自身力量达不到情境需要和外界期待时，才会有动力改变，公众环境参与亦如此。在面对
环境困境时，政府和企业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果要解决环境问题，那么在应然层面上，公众就应该有较高的

环境治理效率。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的公众环境参与都有很多缺陷，恰恰是这种现实和理想的差距才推
动其在各个维度不断深化。公众环境参与的不断演进不仅改善了环境客体的状态，还产生了一定的社会
意义，它在提高我国国民素质、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我
国的公众环境参与日益步入常规化阶段，下一步则是让环保作为一种习惯，普遍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之中，迈入大规模的、主体潜意识的科学性参与阶段。要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突破目前公众环境参与能
力不足、公共性不足和效率不高等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促进公众环境参与的持续演进，是值得深入
研究的议题。总体上，只有同时注重正式力量和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才能持续推动公众环境参与的
良性变迁。具体来说，国家和政府一方面要继续拓宽公众环境参与的制度平台和实践空间，完善公众意见
接纳和反馈机制，保障公众环境参与畅通;另一方面，要为环保组织和环保精英赋权，鼓励发挥其宣传和动

员作用，为公众赋能，提高其参与能力和环境治理水平。作为普通个体，则要积极主动响应政策倡导，依法
参与环境监督、决策和诉讼，践行科学、绿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环境保护事业中来。

5 结论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环境治理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下一个目标则是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能力的

现代化。达成这一目标的要求之一则是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体系，构建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格局。鉴
于此，文中选取公众环境参与作为研究主题，经过历程梳理和逻辑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从近 50 年的历
史长镜头来看，中国的公众环境参与经历了萌芽、发展、深化和常规化四个阶段，其在主体构成、主题领域、
组织形式和参与效果等方面有了渐进式的发展;公众环境参与的演变动因在于它本身的低效，自上而下的

正式力量和自下而上的非正式力量的生成和激励共同推动公众环境参与从“运动式”迈向常态化、从边缘
化迈向主体式、从形式性逐渐转变为实质性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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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cess and logic

LAI Huisu，CAO Hailin
(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1100，China)

Abstract: Through macro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China' 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constantly
evolvi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lements，and there are stage differences in main composition，subject
areas，organizational forms，and participation effects． This research presents the evolution logic of China' 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 evolution causes － evolution mechanisms
－ evolution trends" ．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mains
low and ineffective，and the integration of top － down effects of formal forces and bottom － up effect of informal
forces can promote and incentive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involving from a"movement" type to
normalization，from marginalization to subjectivity，and from formality to substantive participation． Overall，it is
imperative to combine formal and informal forces to facilitate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participation; formal power; inform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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